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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

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 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

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

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 年 9 月开始，党

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

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

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

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

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学部教师 赵振羽

“创造的教育”是我校结合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继“尊重的教育”之后提

出并践行的又一教育理念。由于该理念内涵的丰富性，其实需要多学科、复合式

的理论阐释作为前提性工作。本文旨在从哲学视阈分析并澄明该理念的含义，使

其在更加丰富的理论维度上呈现自身并在更加立体的实践路径上得以贯彻。

一、“创造的教育”之哲学正名

“创造的教育”是一个具有哲学根基的、本真本源的提法。该理念，并非是

将“创造”和“教育”这两个现成者强制地、僵硬地连接在一起。“创造”并非

是对教育的一种修饰或者限定，仿佛除了“创造的教育”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非

创造的教育”；仿佛教育与创造的结合，只是一个突发奇想的新颖名词或突然照

面的偶然事件。事实上，教育依其本质就是创造性的，如果一种教育本身是真实

的，在更深的内涵上发展了自身并在更高的层级上回归了自身，那么它就一定是

创造性的。创造并非是对教育的外在规定，而是教育的本质特性和本己追求。另

一方面，创造在脱出其神学意蕴的束缚后，也在更丰富、深刻、根源的意义上同

教育结合在一起。教育并非只是诸多创造性人类活动之中的一种，而是具有特别

的、首要的创造性，教育比之于其他人类活动更加是创造性的。同时，“创造的

教育”之所以被我校提出，被学校作为教育理念，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高校



师范教育恰恰最能符合、体现、承载教育的宏大与绵延之创造性。接下来可以通

过对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之回答来论证以上观点。该论证可以提供“创造的教育”

之哲学阐释，丰盈“创造的教育”之哲学内蕴，呈现“创造的教育”之哲学根基，

也就是为“创造的教育”理念进行哲学正名。

第一个问题：何以教育是创造性活动？

所谓创造性活动，并非是一个抽象的行为，而是有创造主体、创造活动和创

造客体等具体环节的行为。教育也是由诸环节衔接勾连成的整体性行为：具有教

育主体、教育活动本身和教育客体。众所周知，在创造行为中，艺术家创造艺术

作品，发明家创造科技产品，手工艺者创造手工艺品。如果教育是创造性活动中

的一种，则一定是有所产出的。那么教育客体或者说教育所创造的是什么呢？教

育创造的并非是现成、既成的对象或产品，而是更具有生发性和持续性者，教育

客体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教育创造学术成果，创造性的学说观点及发现发

明。如以高校教育为例，这一被创造者对应的是高校的科研活动。第二，教育创

造人，是对受教育的学生和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自身的成就和创造。这一被创造

者对应的是高校的教学活动。第三，教育创造民族精神。比如我国的儒家教育，

就是对一个民族德性传统的建立、成就和在民族历史中的实现。对于当代中国，

教育的最高目标、最宏大的创制对象也是整个民族精神在当下的社会现实、时代

背景下，在德性、智性意义上的重新蓬勃运转。这一被创造者在更高的维度上对

应着科研和教学活动之综合。民族精神的创造需要通过学术观点制造出一种文化

内容和精神氛围，也需要通过对人的创造来使民族精神有其活生生的负载者。

综上，教育是对知识、对人、对民族精神的成就和实现。以上三方面可以对

应中国古代的“三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言于范宣子：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以说，

教育活动中创造的学术成果、发现发明，是一种新形势、新天时、新境域下的立

言活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并非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单纯揭示和照亮，

更是一种提出范式、铸造理论、使言论持立的实践行为。教育活动中对人的创造，

则是一种更根本、更符合中华传统标准的立功。在儒家文化中，向来对边功和战

功持一种保留的态度，而成就那种伦理德性和治国济世能力全面发展、能够挺立

于宗庙和社稷之前的“君子”乃至“国士”，则一直在一种隐含的意义上作为更



重要的功业而被理解。教育对民族精神的创生、开拓、推进和维持，则是更加宏

大、具有民族意义的立德行为，因为其既让中华民族得以以其独有的德性精神屹

立于世界诸民族之间，也令中华民族一代代薪火相传，以德性为根本在前理论的

维度上拢聚自身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内质并据此得以自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

这些“立言”“立功”“立德”层面上的被确立、创造者称为“不朽”者。所谓

不朽，并不是僵化的、不变的，而是始终不辍地处于其鲜活的态势中。不朽需要

一种如《大学》中提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那样的维持，正因其是活

的，所以不陈旧衰朽。而具有创造性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创造常新意义上的不

朽者的活动。正因为教育能创造不朽者，所以教育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通过以上论述，教育行为的诸环节也被充盈并澄明了。在创造性教育中，首

先，要有具有创造性的教育主体，即教师。其次，要有具有创造性的教育活动本

身。第三，还要成就、创造具有创造性的创造客体，即作为被确立起的所思所言

之“学问”、作为自强自立者的“学生”和作为持立的民族精神内质之“大学”。

应注意，以上三者并非截然相分的三个现成之物，而是共同成就对方，处于相辅

相生的密切联系中的。同时，也并不是先有的三者随后组成了创造性教育，而是

三者首先被创造性教育的理念所统摄，处在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场域之中，并惟

有在此场域中才能显现自身并成其自身。

遗憾的是，这种由“立言”“立功”“立德”三层含义递进式构架起的教育

之创造性，在当下教育环境中并没有被全面、深刻地理解。以高校教育为例，当

下的高校教师、教学、教育评价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过多的注重了立言层面的内

容，有功利化倾向。这种评价机制忽略了对人和对社会精神的塑造，虽然可以在

短时期内获得知识成果和社会效益的巨大收获，但是长远来看，却在追求眼前效

率的同时耽搁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民族精神的自我开拓，因而不能够实现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我校在更丰富、更立体的意义上重提并履践“创造的教育”理念，从

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种现状的反思和纠正。

第二个问题：何以教育比之于其他人类活动更加是创造性活动？

如前文所述，教育活动的创造可以归结为立言、立功、立德。三者归根结底

都是在宏观或微观意义上对人的创造。不是创造生理意义或神学意义上的人，而

是创造有修养、有智慧、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完全意义上的人。如我们日常语



言里常说的：“长大成人。”受过教育，方能真正成人。因此，“创造的教育”

理念内蕴并发展了“尊重的教育”理念，以人为目的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创造的

教育始终是指向人、成就人的。尊重的、创造的教育，不是意图培养工具性的社

会的螺丝钉，而是以对全面发展、全面解放的人本身的塑造为其宗旨。

由于教育活动是对人的创造，所以首先，教育活动是终极的创造活动：按照

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其他活动中的被创造者都处于因缘物宜（Bewandnis）链

条之中，有一个最终指向人的“何所为”。Bewandnis 是对世界的存在论规定，

此在出于“为何之故”自我指引到 Bewandnis 中，此在以自我指引的样式先行领

会自身。所谓世界现象，就是存在者以 Bewandnis 存在方式照面的“何所向”加

上自我指引领会的“何所在”。此在向之指引自身的“何所向”结构，构成了世

界之为世界。世界是处于一个以人为所向的指引整体中的，木匠创造的床是为了

人的休憩，建筑工人创造的房屋是为了人的栖居，科学家创造的科技产品是为了

人的生活，惟有教育创造人本身，人不是为了什么他物而是为了自身被创造、成

就的，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是终极的被创造者。在神学视阈内也体现了这种将

人视为终极造物的领会，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造人，创世活动随之完成。正由

于教育创造的是终极者，因而是终极的创造活动。其次，教育活动又是原初的创

造活动：教育活动中的被创造者，即人，本身又是那创造者，惟有人，尤其是受

过教育的人才能进行其他创造。教育活动中的被创造者同时又是艺术、科学、工

艺活动中的创造者，因此教育活动是创造的始点，教育是原初的创造活动。综上，

教育活动是终极的又是原初的创造活动。因此，教育比起人类的其他活动更加是

创造性活动。

第三个问题：何以师范教育比之于其他教育更加是创造性活动？

如前述，创造的教育之最高层面即创造民族精神的“立德”，背负这种教育

使命的不只是简单、任意的教育，而是教育教育者的教育，成就未来民族精神的

教育。也就是说，是那种有延续性、宏大性的教育。可以说，惟有高校师范教育

最符合这种要求。

首先，高校师范教育具有不断传承的延续性：对于个体来说，高校教育往往

是一个终结。个体教育经历了小学、中学、大学而完成。但是对于宏观的民族来

说，高校的师范教育则是一个源头，因为其教育出的教师将成为新一轮个体教育



的开始，因此高校师范教育需要先行把握民族的精神内质和宏大未来，在此意义

上培养教育者，从而使这种被先行把握的未来得以实现。在这种意义上，高校师

范教育的创造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未竟的，是有延展性、历史性的。

其次，高校师范教育具有塑造民族精神的宏大性：教育活动之创造不仅是个

体性的，而是整体性、民族性的。师范教育通过对躬身实践于各级教育中的教师

的培养，使得其教育理念能够以网状的宏伟姿态层层递进地展开，延伸到每一个

文化的邈远与细微之角落，并因而具有全民族的启蒙意义。

通过对文化史的把捉可知，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往往

都是以教师的身份出现的。如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孔子作为伟大的教

育者，有弟子三千，达者七十二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分别建立了柏拉图学

园和吕克昂学园并在其中传道、授业、解惑。他们的共同点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各自所处国家的文化命运。他们首先站在文化的源头上，先行地为民族精神、

民族命运的开敞和运行指明了方向。但这样一种对民族精神和命运的先行指引不

是靠一个单个的教育巨人完成的，而惟有通过一种延续、宏大的教育传承与教育

开展才能实现，民族的天命惟有通过一代代直面向人本身的教育者才能被创造，

因此符合这种要求的师范教育是一种更为宏大、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创造活动。

可以说，我校对“创造的教育”之理念的提出和践行，正是出于对教育的形而上

学意义的领悟和对教育的家国使命之承当。

二、“创造的教育”之三重维度

明确了教育自身的创造性，可以说是为“创造的教育”理念正名，但是惟有

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掘其理论内涵，才能更全面、深入地把握“创造的教育”理念。

通过对“创造的教育”理念之进一步解读，可知其还具有创新、生成、实践三重

维度的特质。

创造的教育首先具有创新维度的含义。“创”从词源学上讲就是用金属武器

打开的新鲜之伤口，而“造”则是通过采集与操作的重新赋型，二者共同指引了

破旧、更始、更新的意义。对新东西的营造和产出才是创造。如前文所述，教育

是通过立言、立功、立德等多层级的活动对不朽者的创造，而所谓不朽者，并不

是指旧事物一成不变的永存，而是在不断的流动、不断的更新中对始终发展着的



自身之维持，因而才能一直保有其鲜活的生命，才能不老旧与衰朽。综上，教育

所创造的是鲜活者、生生者、常新者。因此，创造的教育就内在地要求了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

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

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

的禀赋。”一个民族的禀赋，并不仅仅是由生理特征、遗传信息所负载、传承的，

更是被民族文化所决定的，而承载着文化的，恰恰是一个民族的教育，正是因为

中华民族的教育活动是有创新性的创造的教育，创新精神才能在这种薪火相传的

教育活动中作为民族禀赋被维持。正因为创新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被创造

性教育所复制传承下来，中华民族才能始终保持着日新月异的创新活力，处于一

种自强不息的常新动势之中。因此，在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提

出“创造的教育”的理念，就绝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而是出于一种对时代

精神和教育使命的领会，对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创新精神的回顾和认定、继承与

维持、发扬及推进。

刘益春校长在提出“创造的教育”理念时强调了由接受到批判的转化。教育

的目的并不是对旧东西的接受，而是通过批判性的思考和实践获得新东西。所谓

批判，是对旧知识、旧习惯、旧思维的否定，并在这种否定中开显出新的域境。

接受与批判在新旧的辩证对立中打开了罅隙，并且撑开了创新活动的存在场域，

由接受到批判的转变体现了对创造的教育之创新维度的先行理解。

应注意的是，对新的追求并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要区分创造和“闲言”

（Gerede）与“好奇”（Neugier）。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闲言追求一种字面

上的否定性，实际上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基于一种漠然无差的领会，没有源始

地领会话语之所及的存在，没有源始地把这种存在者据为己有。这种闲言式的否

定完全是无根基的、非批判的，因此单纯的求异和人云亦云一样，完全是非创新、

非创造的。好奇则仅只是一种贪新鹜奇，为了从这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

不是为了把捉，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而是为了放纵自己与世界。可

以说，二者都不是真正的创新。在创造的教育之实行与实践中，应避免这种倾向，

使学生能够在有所领会的批判之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仅止于“闲言”和“好奇”。



这就要求了创造的教育之创新是有所产出的创新，从而引出了创造的教育另一重

维度的特质。

创造的教育还具有生成维度之内蕴，而不仅仅等同于创新的教育。因为创造

一词更加强调了有所生成与有所产出。创造最初作为神学术语，是指由虚无到存

在、由思想到实物的实现过程。上帝的神性就体现在使所思或所言者成为现实的

过程上，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

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创造

不只是新的想法，更是使其“有”和“成”。而基督教神学中对创造的领会又是

由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关于实现的观点所先行决定的。在此意义上，创造

是一种绝对实现活动。所谓绝对的实现活动，就是具有目的因、动力因、形式因

在自身之中，有实现自身的能力者的自主运行。由于其具备了实现自身的充分条

件，因而是一定能向外成为现实的活动，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隐德莱希”。

黑格尔将这种绝对实现理解为思想，因为思想的活动和被思想者是同一的，其实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解。

在绝对实现活动中，活动的主体、活动本身和生成者是浑然一体、先行统一

的。创造的教育正是这样的实现活动。教育活动本身并不是手段，在教育中被成

就的人也绝非是产品。教育活动负载着民族精神和文化使命，出于对传统的尊重

和对未来之关怀的自身运行，本身就是对知识、对学人、对民族的成就和实现。

比如我国伟大教育家孔子的教育践行活动，其意义远不止于培养了优秀的学生或

宣扬了儒家思想，而是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活动本身就已经是对儒家理念

和中华民族精神内质的成就。而在现在重提创造的教育，也是有意于强调教育并

非是目标性、功利化的活动，而是那有所负载、有所担当、有所继承、有所关怀、

有所拢聚、有所敞开、并因此有所成就的本真操持。

刘益春校长在谈及“创造的教育”理念时指出的由演绎到归纳的转变正体现

了对创造的教育之生成维度的领会。演绎是一个单纯逻辑的活动或者说单纯思的

活动，缺少质料性，缺少内容，不产生新知识，也就是说演绎是在严格的意义上

无所生成的。而归纳则并非如此，必然要在活生生的看、听与获致之中获得质料

性的内容，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归纳，这种归纳就是那超越单纯思想衍生物的真

实生成。归纳是在外的获得、对内的超出、向外的成就等诸环节的统一。在这种



生成活动中，又需要一种实行和履践，这就指引出了创造的教育之另一重维度的

特质。

创造的教育还具有实践维度的内容。创造的生成和产出需要一种实际的践行

活动，而不能单只停留于思考。从狭义上说，创造的教育依赖于教师亲身躬行的

授业解惑和学生亲力亲为的勤学苦练。教育并非是对现成知识的模仿和拷贝，而

是一种重新演历、重新生长、重获生命；学问的传承并非是某物品的交托，而是

有赖于一个全新的生命体之完整践行。从广义上说，教育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并非

止于一种思想上的创立、传播、呼吁和号召，而是依托于所有从业者的奔走履践、

以身为则，依寓于民族教育之弘大实体的实际运转和现实开敞。教育并不只是虚

悬的理论，而归根结底是一件现实之事。

刘益春校长在谈论“创造的教育”理念时还指出了由成果到过程的转变。在

这里过程不是处于同成果的二元对立之中的，既不需要对二者进行一种非此即彼

的抉择，也不需要赋予二者同等或不同的重要性。当抛开现成化的理解方式时，

所谓成果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外在确立的标志，而过程才是第一级的现象，

是活生生的实存者。而过程并非是所处和目的、规划和成果之间的虚空，而是只

有被不断的践行、实行所维系、充实、构建才能实存。换言之，过程就是那实际

的履践、行为、有所承载又有所超越的活动本身，这一活动内蕴并消解了成果。

由成果到过程的转变之哲学内涵就是对作为实现活动的实践行为之发现、领会和

确认。

如前文所述，创造最初作为神学概念，指上帝之所思、所言者成为现实这一

过程，在此“所思—所说—实现”的链条中，上帝的神性体现于第三环节，因为

构想东西是简易的，使构想者实现才是神迹。脱出神学范围，对于人类活动来说，

生成则并非是奇迹，由所思到实现之间的鸿沟需要由实践活动来填充。因而创造

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抽象观点之提出，而是思之源起、充盈乃至被制成、成就的整

个实践过程。完满的实践活动就是绝对实现活动本身。所谓创造的教育，是在不

懈的实践活动中对知识、学人和民族精神的成就和生成，同时又因为这种实践活

动即实现本身，所以那被成就和生成者又同一于此活动，因此，创造的教育依其

本质是有所生成的实践行为。



综上，“创造的教育”理念具有创新、生成、实践三重维度的特质，三者并

非附加于该理念之上的外在属性，而是在对“创造的教育”进行理论剖析时共同

开显，并相辅相成地构架并充盈了“创造的教育”之理论内涵。同时，这三重维

度既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被推崇，又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新形势

下被强调。因此，学校对“创造的教育”理念的提出、发扬和贯彻，既具有文化

深意，又有其现实作用；既承接传统关怀，又敞开未来视野。

三、“创造的教育”之超越本性

上述“创造的教育”之创新维度、生成维度、实践维度的三重特质共同指引、

澄明并建构了“创造的教育”之超越本性。

首先，“创造的教育”在创新的含义上指引着超越性。所谓创新，就是一种

对既有者的颠覆和超出，是对旧有者的辩证否定和扬弃。这种颠覆和否定并不是

简单的标新立异，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提升和越过。中华传统文化中推崇的“苟

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就是一种对超越性的把握，体现了一种不断越过的强健

新鲜之动势。中华民族的文化实体，正是如一个宏大的有机体一般，强健地生存，

通过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保持着常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不断对自身的超越中持守

着自身的同一性。创造的教育之使命就是使学术、学问和学人在不断的更新中践

行着超越。

第二，“创造的教育”在生成的含义上成就着超越性。创造的教育是有所生

成、有所成就、有所实现的。而这种超出自身对外物的实现即为超越。比如在艺

术创造活动中，艺术家通过技艺创制的艺术品在完成的一刻，就脱离了艺术家的

存在而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也就是说其从艺术家生命活动的一部分外化成了独立

的自身，从而超越了艺术家。作为别具一格的创造活动，教育活动中的超越体现

为两个方面：从狭义上说，通过教师的文化内蕴的超越性外化来成就学术和学生，

学生的成才就是教师自身超越、在外实现自身的成果。从广义上说，教育理念通

过超越理念主体的外在实现，能够成就宏大的民族德性和民族精神。如我国的儒

家思想，就通过孔子等人的教育活动超出了教育者而成为了宏大的精神实体，并

在不断的自身发展、自身超越中生成、成就着其本身。

第三，“创造的教育”在实践的含义上贯彻着超越性。所谓实践，并不是一

个空泛的名词，而是始终有所操持、有所劳作、有所履行、有所前往并因此有所



超越的。无论是我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实践问题时都注

重一种在不断重复间紧张维持的时间性。这种不同于匀质、线性之理论时间性的

实践时间性，正是一种超越的时间性。同实践德性相同，超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如同赛跑时，对一个人的超越并不是一次性的越过，还需要在一定速度上的不断

履践和维持，需要如逐日理水般的无休操持，是一种持续性的践行活动。创造的

教育就是在这种持续性的践行中，不断超越自身从而向外成就自身的。

在哲学语境中，超越一词首先产生于对上帝的理解。在中世纪，一派神学家

认为上帝内在于外物，另一派认为上帝不在万物之中，同时又是万物的原因。在

第二种意义上，上帝就是超越的。这两派观点共同源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第十二卷中对神学问题的讨论。亚里士多德说：“应该研究，善和至善怎样在整

个自然中，它是种分离的东西，就其自身而存在；还是秩序的安排。或者两者都

是。像一支军队那样，一支军队的长处，既在于它的秩序，也在于它的将领。”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用将领和秩序的比喻，分别指引了后世关于上帝（至善）的

内在与外在之两条理解路径。在康德哲学中，超越（transzendental）一词继承

了中世纪的思维结构（外在且作为原因），指的是先于经验而使经验成为可能的

必要条件，通常被翻译为先验的。在胡塞尔哲学中，对超越一词也作类似的理解。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中，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才是真正的超越者，因为它不是

任何存在者，但却是使存在者成为可能者。综上可知，超越的哲学原意为超出万

物又作为万物的原因者。教育正由于其本然的特性而符合这种对超越性的理解。

教育不是任何平常的人类活动，但却是使其他人类活动得以可能者，因为在文明

社会中，一切制作、服务、政治、工业等活动，都需要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被操持。

教育可以教人从事音乐、文学、农耕、工艺、航天科技、软件工程等，但是它自

身却不是其中任何活动，教育以其独有的创造性超出于其他活动之上并使其他活

动得以在文明社会中进行。因此，教育是那超出其他行业又使其他行业得以可能

者，也就是哲学语境中的超越者。创造的教育依其本质即具有超越性。

“创造的教育”正因其超越性而保持着常新的理论动能，该理念之提出并非

是对陈旧口号的再度鸣响，而是基于对复兴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之

领会和感召，基于对学者之使命、大学之使命、教育之使命的理解和担当而产生

的。对该理念的实践和履行、贯彻和发扬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而对“创造的教育”理念的理论内涵进行挖掘和论证，对上述的履践和发扬无疑

具有奠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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